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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 1949~1978 年新中国对港澳问题 
政策的制定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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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港澳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暂时不动”港澳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50 年

代，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以“暂时不动”的方针指导对港澳的工作；六七十年代，

进一步丰富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的内涵。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

港澳问题的政策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为实现维护国家主权、推进祖国统一的目标而提出的，

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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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中国政府通过与英、葡两国政府举行外交谈判，成功解决了

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

澳门的愿望。关于港澳回归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关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

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及意义则着墨不多。A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新中国成立后中

英、中葡关系的发展以及港澳对于内地的经济作用等方面考察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

定与意义。

一、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历史背景

港澳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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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港澳回归的研究主要有：李后的《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钟士元的《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齐鹏飞的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康冀民的《澳门

回归之路》（澳门文史资料工作计划有限公司 2006 年版）；宗道一等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齐鲁书社 2007 年版）；有智等的《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陈佐洱的《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香港凤凰书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12 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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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成为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良好

开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前提。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的局面。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英、中葡关系

1.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英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政府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完全效仿美

国的政策，而是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0 年 1 月 6 日，英国外交事务大

臣恩尼斯特·贝文致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照会称，英国愿与中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

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9 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并接受贝文所派的胡

阶森为英国政府来京谈判建交的代表。［1］2 月 8 日，毛泽东就中英建交的先决问题指出：

“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

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

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

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2］5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英

建交谈判事发表谈话称：“中方在 3 月 2 日谈判开始时就提出两国建交初步的与程序的问

题，其中最重要与必须先行解决者为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针对英国

代表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及港英当局扣押中国留港飞机等行为，外交部发

言人指出：“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并未

完全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中国政府认为，请英国政府对这种言行不符的问题作进一步

澄清，实属完全必要”。［1］（pp.35~36）鉴于英国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又有所保留的情况，1954

年 6 月，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达成了协议。［3］ 虽然中英仅有代办级的外交关

系，但英国毕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中英关系的发展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具

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1954 年 8 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

艾德礼等人时说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

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

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 ? 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

是这样。”“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

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4］

这次谈话向西方世界阐明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2.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葡关系

中葡两国受冷战格局影响迟迟未建立外交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在配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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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策的同时也谋求与新中国和平共处。1949 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华南取得优势的时候，葡萄牙政府草拟了应对紧急情况的计划，撤出在上海的侨民。很多

侨民辗转来到澳门，同时，澳门还成为部分败退的国民党人的庇护所。“1951 年，澳门由

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充当了一个输送石油、战争物资和军需品进入中国的走私或转运中心而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对华贸易禁运造成的压力，“美国对葡萄

牙施加压力，要它配合自己对苏联集团国家的贸易禁运”。［5］1955 年，澳葡当局“筹备举

行所谓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中国各界谴责。［6］ 10 月 8 日，周恩

来指出：“葡萄牙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地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

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

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7］在中方的抗议下，澳葡当局取消了活动。

（二）重视港澳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对外贸易的大部分由香港转口，与内地的贸易额占香港

贸易总额的第一位。即使后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影响，内地对港澳的

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港澳仍然是内地重要的贸易窗口。1949 年，“因为中国解放战争全面

胜利，一时对外贸易及航运问题未能即刻恢复，所以中国对外贸易，因为各种条件的限

制，出进口贸易大部统由香港转口。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后因为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华中对

外贸易重心北移，所以华北的对港贸易增加最多，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香港贸易的繁

荣也正是这样促成的”。就华北对香港的贸易数字来看，1949 年 3 ~ 12 月“华北对香港贸

易，出口是 66,630,377,270 元，合美金 11,869,735 元，占出口总值的 42.04％；由香港进

口是 2,190,768,518 元，合美金 776,734 元，占进口总值的 3.72％。由此可知我们用香港的

转口对我们的贸易是有利的，尤其在推销出口货物方面，香港市场几乎占华北出口的一

半，为出口的第一位，较美国（40.23％）为多。所以香港市场还需要继续掌握，不能放

松，否则目前我们的土产出口要感到不便”。［8］但自 1951 年港英当局追随美国对内地实

行禁运后，贸易额逐年下降，1951 年内地从香港进口额 3.8 亿美元（其中橡胶、轮胎、石

油、机器、钢材、汽车零件、化学品等占 2.26 亿美元），到 1955 年就只有 3462 万美元。

根据港英当局的统计，1950 年对内地的贸易占其整个对外贸易的 30.9％，至 1955 年仅占

15.35％。内地对澳门贸易额 1951 年达 5409 万美元，1955 年降至 566 万美元。［8］（pp.608~609）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非常重视港澳对于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1956 年 5 月，毛泽东

提出：“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

损……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9］1957 年 4 月，周恩来

指出：“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

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

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 ? 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10］196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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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朱德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做得比较多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少。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

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11］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情况下，

港澳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转口贸易。港澳对于内地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是中

共领导人对港澳提出“暂时不动”以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重要因素。

二、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

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形势，为实现维护国家主

权、推进祖国统一的目标而提出的。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暂时不动”港澳方针的提出

1949 年 2 月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在谈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之后，

毛泽东提出了“暂时不动”港澳的方针：“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

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

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

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

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2］ 

6 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还

归中国的要求”，［13］这是中共领导人较早地表述对港澳问题的政策。

（二）20 世纪 50 年代“暂时不动”港澳方针的发展

1951 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

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4］1956 年 5

月 28 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

朝时，不是好一点，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

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

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9］（pp.580~581）

1957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

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

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

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

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

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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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10］（pp.353~355）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深化了中央

关于港澳问题的政策，为进一步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奠定了基础。

（三）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形成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周恩来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只

是当时未对外公开宣布。当时“中央首先要解决的是台湾问题，其次才是香港问题”。［15］

196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都回去了，

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

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

人占领着；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着；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

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

将来再说。”［16］1963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

没有解放，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国不承认中国，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

地来包围我们。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

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

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

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

将来会不安心的。”［17］1968 年 1 月，周恩来批评了极“左”思潮对港澳方针政策的冲击，

他指出：1967 年 6~9 月这 4 个月“国内报纸对香港的宣传是有毛病的”，把“红卫兵的口

号也用到香港问题的报道上了”。［18］

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进一步丰富了对港澳工作方针的内涵。1970

年 8 月 11 日，毛泽东在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等人时提到充分利用香港的主

张：“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

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19］1974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

华·希思时就香港问题谈道：“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

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20］在此次会见中，毛泽东还说：“现在还剩下

一个我们要求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这是出于我们在那里的需要，我们不会搞小

动作，不会以此达到其他目的。这个问题可以等你们考虑成熟后再谈，也许在你再任首相

时达成协议”。［20］（p.136）1975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在谈到

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时，毛泽东提出：“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

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19］（p.576）这番谈话体现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

台港澳问题、推进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的方针政策是从大局着眼、战略考量的结果。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并建

交，中英关系和中葡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1972 年 3 月 13 日，中英两国达成了互换

大使的协议。［21］ 3 月 29 日，英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艾惕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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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递交了国书。［22］1979 年 2 月，中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在建交公报中未

提到澳门问题，但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

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23］

中英、中葡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双方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

三、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经验与意义

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

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24］新中国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经验为 20 世

纪 80 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具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最大经验为实事求是，即在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

上，使港澳服务于内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港澳回归前，港澳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涉

及中国与英国和葡萄牙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英美各自对香港和台湾未来地位的关

注使它们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的控制，方法是强

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

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共产党政府，就能促进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25］就香港和九龙的问

题，毛泽东在提出“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还归中国的要求”的见解之后，又指出：“在这

样的局势下，英、法、美军侵占中国领土的可能性未必会很大”，“对待国内外敌人，我不

打无准备的仗，战则必胜”。［13］在“暂时不动”港澳方针的指导下，1954 年 6 月，中英

两国代表在日内瓦达成关于互派代办的协议，形成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2015 年 10 月，

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英关系，他强调：“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也是率先

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26］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同以和平谈判的

方式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密不可分。

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有助于发挥港澳的自身优势服务于内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情况下，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对内地经济发

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特定历史时期，港澳的“窗口”作用凸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为缓解内地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陈云提出增加进口大米的数量，而香港正是进口粮食的

重要通道。［27］据曾任华润公司（香港）执行秘书的巢永森回忆：“1960 年底到 1962 年初，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完成了 1961 年粮食进口计划，跟加拿大、澳大利亚也签订了长

期供货协议，争取到了延期付款”。［28］

新中国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经验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方针

提供了历史前提。“‘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经过很长时期的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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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逐步地丰富，逐步地完善。从我们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核心起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了”。［15］“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

遗留问题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中国共产

党创造性地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思想。

港澳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重要问题，党和国家

领导人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

题上没有回旋余地。”［29］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

功，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

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30］ 

在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从来都是坚定不

移、一以贯之的。把握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对准确理解“一国”和“两

制”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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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f governance should be the focu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This annual academic 
symposium has made a useful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Now publish some speeches 
as follow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7th National History Academic Symposium ……… Zhang Yingwei（ 32 ）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wo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New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Learning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7.26” Important Speech ………………………………………………………………… Zhu Jiamu（ 35 ）

Insist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Governance——Th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the Series Important Speeches of Xi Jinping …………… Zhang Quanjing（ 44 ）

In-depth Study and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Governance in the New China——Summary of the 
17th National History Academic Symposium …………………………………… Zhang Xingxing（ 48 ）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o Zedong’s Evaluation of Stalin’s “A Seventy-Thirty Ratio” Cannot be Denied

—— A Study of The Ten Years’ Controversy by Wu Lengxi ……………………… Zhou Xincheng（ 58 ）
Abstract: Few scholars in China den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practice of the Soviet Union 

completely by the banner of reflecting the road of October Revolution. Its fundamental aim is to negate the 
revolutionar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ause led by the CPC and the socialist road. Mao Zedong’s evaluation 
of Stalin’s “A Seventy-Thirty Ratio” in 1956 is a powerful weapon to fight back the argument of refuting Stalin 
completely and denying socialist practice theory of the Soviet Union. Mao Zedong’s evaluation of Stalin’s “A 
Seventy-Thirty Ratio” focused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exclu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 personal affective factors, had causes 
and evidences in theory and was earnest and prudent in practice,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correct judges of the history and had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words: Mao Zedong, Stalin, socialism, “A Seventy-Thirty Ratio”, Sino-Soviet controversy

On the Formul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China’s Policy on Hong Kong and 
Macao Issue in 1949~1978 …………………………………………………………… Sun Cuiping（ 69 ）
Abstract: The issu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s a historic legacy of the new China,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ew China’s policy on Hong Kong and Macao Issue wa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at time. Early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emporarily not returning”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o the 1950’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entral 
leaders of the CPC clearly guided the work of Hong Kong and Macao by the idea of “temporarily not returning ”.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y further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long-term plan, fully use”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policy of the CPC’s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o the issu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on the 
basi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contains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and 
precondition fo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by Deng Xiaoping in the 1980’s.

Keywords: the new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issue, policy formulation, the year of 1949~1978

*Research Resul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Xinhua Bookstore in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 Jiang Linze（ 77 ）

Abstract: Xinhua Booksto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